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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

冯　尔　康

摘　要：清代徽州贤媛中有人以不婚、晚婚侍奉老亲，极力支撑濒危的家庭，使得老人能够安度晚年，寿终正

寝；更有贫困人家的寡妇、主妇、女子，凭借女性特长，靠纺织、缝纫、刺绣获取生活来源，还像男人一样做塾师、堪

舆师或卖画，养家糊口，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以至培养儿子成才，光大门庭。她们治家的才能，表明女性具有很强

的独立生存能力。其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成为不争的事实。江浙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徽州贤媛解决生存问题

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女性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够具备文学艺术技能，必要时用作谋生手段；二

是江浙人家有闺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文艺产品提供出路，借以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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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世，都有着能否生存、如何生存的问
题，对于女性，尤其是贫穷寡妇、贫困人家女子就
来得极其严峻。对历史上女性独立解决生存之道
的学术研究似乎尚不多见，笔者试图将所知的清
代徽州贤媛顽强生活状况及其能量呈现出来，与
同好共享，以期深入探究。
笔者考察了清代徽州贤媛中贫乏人家的孀

妇、主妇、女子是如何维持生命、延续家庭的；她们
的维生手段为何，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造就、成就了
她们的谋生能力；明了她们在男性社会中，凭借女
性特长，靠纺织、缝纫、刺绣获取生活来源，像男人
一样做塾师、风水师或卖画，支撑了家庭，以至培
养儿子成才，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她们自谋生
路，不屈不挠，不低三下四地求亲靠友，其自尊自
爱的精神受到社会尊重。
在清代，女子的籍贯从属于父、夫，所谓徽州

贤媛，是指父家和夫家任何一方是徽州籍（包含徽
州原籍、徽州人寄籍他方、外地人寄籍徽州、徽州
商人在外地获得商籍）的女子。所以徽州贤媛中
许多人并不生活在徽州，而是在侨居地，主要是在
江苏、浙江，尤其集中在杭州、扬州和苏州。江浙
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对于徽州贤媛文化知识的

获取与运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一、女承子职赡养老亲，不婚或晚婚

在室女为双亲终身不婚配，或老大不嫁，在清
代虽是罕见的现象，但在徽州才女中确有其人。
她们面对或贫或病，或贫病交加的老亲，不忍离
弃，在室侍奉，女承子职，维持家庭，使父母得终天
年，而她们自身经历惨痛，做出人生极大的牺牲。
孙旭媖，字晓霞，父亲孙云朝，歙县人，诸生，

居住无锡，家贫窭。为生存下来，孙旭媖决心不出
嫁，留在家中养活父母。《梁溪诗话》叙述她的经
历：“云朝夫子而贫，晓霞侍养不嫁。针绣所得，以
供甘旨，复精岐黄术。亲殁，居邑之楼巷，颓垣斗
室，吟咏自怜，年八十余卒。”［１］（Ｐ４６３）“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是人之常情，孙旭媖断然采取不结婚的办
法，留在家中，用给人家缝纫、刺绣的收入，供养亲
人饮食。她懂得医术，很可能兼靠给人治病来补
充家庭生活费之不足。她还以女红养家，在其诗
集《峡猿吟草》中有明确的道白。《初夏感怀》咏
道：“漫将针线疗奇穷，九十韶光瞬息中。事遇伤
心人易瘦，诗摹变体句难工。生憎柳絮因风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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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桐花为雨空。过眼繁华皆火石，莫将荣落怨天
工。”①她的家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奇穷”，她靠
勤劳灵巧的十指为双亲养老送终，度过近９０年的
人生。诗中透露她的人生态度豁达开朗，窘迫中
坚强自持，不羡慕荣华富贵，对自家的苦痛不怨天
尤人。当然，有时心情不好，对备受折磨的人生有
生不如死的感叹，是以在《忆亡妹》中说：“惨魂休
恨招无意，犹胜生存苦备尝。”［１］（Ｐ４６３）她有愤慨，
如《写怀》所抒发的：“福慧难兼信不误，万千磨折
我何辜。”［１］（Ｐ４６３）对世事的不公，有时发出怨恨不
平之声，在《阅旧稿有感》中感叹：“不得其平便欲
鸣，抚今追昔几心惊。旁人莫作闲情看，我自饥寒
过一生。”［１］（Ｐ４６４）她的心不能平静，有怨气，但对
侍养双亲上毫无怨言，她为父母和自身的生存，做
到了自食其力，解决生计问题，只是付出终身独身
的沉重代价。
与孙旭媖不同，王玉芬的当初不结婚，并非家

境贫乏，纯粹是为侍奉双亲。她的父亲王凤生，婺
源人，侨寓江宁。王玉芬，字华云，著有《江声帆影
阁诗》。她在弟弟出生以前矢志不嫁，表示终身服
侍父亲。恽珠（１７７１—１８３３）辑的《国朝闺秀正始
集》选录她的诗，记其身世云：王凤生“年逾五十无
子，华云矢志不嫁，将终身事父”［１］（Ｐ５４５）。她的多
首诗表达出在父亲任所随侍情形及对其父身体的

关注、担心，如《思亲》所吟：“官阁沉沉夜漏时，白
头亲远最萦思。凭栏为语庭前竹，待报平安入梦
知。”［１］（Ｐ５４６）及至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弟弟出生，
带来全家的欢欣，她吟出《丁亥正月弟生志喜》：
“频年菽水强承欢，长念亲衰泪暗弹。戏剧唬声试
雏凤，从今慈竹总平安。”［１］（Ｐ５４７）弟弟出生，王玉
芬并没有立即出嫁，而是待弟弟稍长，乃放心与南
河同知严逊结缡，然而年岁大了，只好做填房。王
玉芬为照料老父耗尽青春，作诗《自叹》：“回首年
华去似梭，思亲老境苦消磨。显扬到我知无分，珍
重光阴膝下过。”［１］（Ｐ５４８）她不是为了得到“孝女”的
名誉，完全是替父亲健康着想，是一度女承子职的。
与王玉芬有某种类似境遇的汪观定（１８８６—

１９２２），是为亡故的双亲抚养幼弟而晚婚的。她是
原籍婺源、钱塘商籍、知县汪纬的女儿，１１岁时双
亲患病，两次割股疗亲，无效，父母故世，留下第
四、第五两个年仅几岁的弟弟，此时，“环境之险
恶，过于虎穴针毡”［１］（Ｐ５３５），汪观定挺身担起家

务，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２１岁才结婚，也是
做填房。［１］（Ｐ５３６）王玉芬、汪观定均为报答父母，
毅然延误自己的婚事。
徽州才女孙旭媖、王玉芬、汪观定以不婚、晚

婚，或侍奉老亲，使得老人能够寿终正寝，或抚育
幼弟成长，保全了濒危的家庭。

二、靠文化艺术知识承负维持家庭的使命

孙旭媖靠女红兼及医术维生，徽州贤媛中贫
穷寡妇同样以女红谋生，更用文化知识、绘画艺
能、堪舆技能、演艺技能养家糊口，培养儿子成人，
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１．“为闺塾师以自给”。男性塾师为人们熟
知，女塾师则鲜为人知，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
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成功地为女塾师的研究开了头。生活在江南的徽
州贤媛有女闺塾师出现。陷入吕留良案的士人眷
属、休宁人江文焕就是闺塾师，她的丈夫是无为人
黄补庵（字耕乎），《清诗备采》说他们夫妇创业：
“耕乎善画，兼以医名，文焕开设女馆，工诗画，复
精小楷，衣食颇饶，创成家业。”［１］（Ｐ６４）原来江文
焕富有文化艺能，小楷精美整洁，诗画都是行家，
撰著《紫蓬山房诗抄》，有此才能，开设女馆，一定
能够吸收众多女弟子；而黄补庵又能行医，所以收
入丰盈。然而，黄补庵汉民族意识强烈，作诗：“闻
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２］（Ｐ４９６）黄又是
吕留良私淑门人，因此在吕留良案中死于监狱，其
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
［３］（卷８９，“七年十二月丙午条”）江文焕被发配直隶滦

州，为旗人苏姓奴仆，遂不可能再开设女馆。［１］
（Ｐ６４－６５）江士燝在歙县家乡，早寡，穷而教书，就是
汪启淑在《撷芳集》中说的：“家徒四壁，为闺塾师
以自给。”［１］（Ｐ４５３）明白无误地道出她是以教书作
为谋生手段。她著有《翠云轩诗稿》。［１］（Ｐ４５３）石
氏，苏州人，当太平军进入苏州，石氏与姊妹投城
河，遇救，与婺源人朱文玉缔结姻缘，夫妇以诗词
唱和，著《潜渊吟稿》。朱文玉死于杭州，石氏遂到
丈夫故里婺源罗田，“设家塾，课蒙学”，且生有三
个子女，亲自课读。［１］（Ｐ５２９）程氏，夫婿歙县人汪
本，夫亡后，《歙事闲谭》谓：“程纱缦传经，训族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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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跻高龄终。”①明确道出程氏以闺塾师维生。
男性读书人做塾师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上有男
女授受不亲的禁忌，虽有开通的父母聘请年老的
男性塾师给女儿教书，不过女塾师应当更受欢迎，
江文焕、江士燝、石氏等人做闺塾师，虽是不多见
的现象，但也表明知识女子已然以教书为职业了。

２．徽州贤媛的书画，为欣赏者收藏。休宁人
汪亮，号采芝山人，祖父文柏，以诗画出名。汪亮
传承家学，又在桐乡得到山水画名家张瓜田的指
导，画作设色淡雅，遂“以丹青擅名”。结缡桐乡秀
才费树楩，唱和自得，然“遭家多故”，丈夫早逝，生
活没有着落，所幸有绘画技能，更是乐于作画，晚
年侨居嘉兴天带桥，以卖画为生。这种经历，在其
《写山水颇觉适意，系以长句示表妹赵夫人》中明
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苍龙吸海鲸饮川，飞来喷我
不枯之砚田。浓云湿翠满衣袖，俄顷尺幅堆苍烟。
心识大块有稿本，不觉腕底吐出真林泉。妙笔墨
外而为挥洒如意转觉心茫然。吁嗟乎！老大自悲
雪满颠，凡骨苦炼难期仙。烟云或可作供养，吾当
藉此终残年。”［１］（Ｐ５３６）她作画，有神来之笔，绘出
自家满意的作品，但是满头白发，犹自以砚为田，
不免心酸，然而兴趣与需要，支持她绘画不辍。她
的诗词画作得到名家赏识，也因此与名流交往。
她得老师张瓜田引介，成为休致在乡的刑部侍郎
钱陈群的诗赋私淑弟子［１］（Ｐ５３６－５３９），而钱陈群还
是乾隆帝的“诗友”。大名人的私淑弟子的画作无
疑更值钱。陕西三原人员琳，能诗工画，著《奁余
集》，与居住扬州的歙县人程存仁结婚。程家非常
贫乏，丈夫死后，她也困饿而死。她的兄长员燉在
扬州“书肆画角”见到妹妹的两方小印，员琳可能
也卖字画。［１］（Ｐ４９５）不知什么原因，她没能凭自家
艺能维生。所以谋生不仅靠技艺，还需要有其他
方面的能力。

３．堪舆师中也有女性，虽罕见，徽州贤媛有
之。康熙间婺源某女士，出嫁江西人，能写诗，精
通堪舆术，夫亡，与弟弟到湖北谋生，为人家选择
阳宅、阴宅、水井，据说颇有灵验［１］（Ｐ５２７），也即被
客户认可。堪舆师选地址，需要使用风水罗经，这
种仪器，又以徽州休宁万安镇制造的最好，名曰

“徽盘”，这就是《橙阳散志·歙风俗礼教考》所云：
“徽工首推制墨……若罗经日晷，则奇巧独擅矣。”

［４］（Ｐ６０４）本地人用本地产品最方便，婺源某女士做
堪舆师得此便利。再说徽州才女中懂得术数之学
的也不乏其人，如６岁读书的婺源人王瑶芬，“通
文意，旁涉相人书”［１］（Ｐ５４２）。温如玉，通晓“子平
之学”②。程娴，善写诗，“兼擅星命之学”③。歙县
江嗣阶妻梁氏，“工诗文书画，尤通《易》理，精于占
卜”［４］（Ｐ６２６）。徽州贤媛中不少人懂得术数，会算
命，这位婺源寡妇能够以堪舆术谋生，不足为奇。

４．嫠妇靠针线活维生，使得针黹成为一些贫
困孀妇活命的通常手段。汪嫈（１７８１—１８４２），字
雅安，侨寓扬州的歙县人、文士汪锡维之女，２１岁
与亦是歙县人的程鼎调结婚，居住扬州，后因生活
拮据，全家返乡；而后程鼎调只身到扬州就馆，寻
即亡故，此时汪嫈３５岁，儿子程葆１１岁，家庭“困
厄益甚”。母子的生活，大学士阮元说是“日以针
黹易薪水”［１］（Ｐ４７１），经学家刘文淇谓为“恃针黹以
给朝夕”［１］（Ｐ４７２），可知她是靠做针线活得钱维生。

叶钰的《见闻果报录》记载：汪嫈“通经史，为女师，

课子读”［４］（Ｐ１０５７）。可见汪嫈也做闺塾师，在忙碌
的同时指导程葆读书。当程葆学业可以参加科举
时，汪嫈令他到扬州舅舅汪晸家寄读。程葆以仪
征籍在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中秀才，大约是在道光
五年（１８２５年）考举人未中，族人鉴于汪嫈母子生
活困苦，建议她让程葆改业赚钱糊口，在扬州的弟
妹程氏怕汪嫈受人影响，写《寄怀诗》④，认为程葆
必定会有大出息，应该让他继续从事举业。汪嫈
坚定地让儿子走科举之途，复诗《寄和大弟妇见赠
韵》：“情致缠绵寄托深，新诗不厌百回吟。爱甥如
子闻生感，何日成名副此心。”［１］（Ｐ４７０－４７３）程葆很
快在原籍歙县于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中举，道光十
三年（１８３３年）中进士，出任工部主事，将母亲迎
养都城，汪嫈总算熬出来了。［４］（Ｐ１０５７）歙县人吴
喜珠（？—１６５６），著《吴孺人诗集》。她的经历被
诗词选家汪启淑在《撷芳集》中描述为：“夫（方如
麟）亡，矢志养姑教子，闺范有声。”［１］（Ｐ４８４）“养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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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上册）第５４页，黄山书社，２００１年。学友胡中生博士解释记录中的“程纱缦”：纱缦不是程氏的名字，

是蒙面纱出教学生。佩服他的理解。

温如玉，山西太谷人、侍读学士温启鹏之女，出嫁歙县人鲍叙昌，娘家、夫家都居住在扬州。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
辑考》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程娴，桐乡人，与歙县人、侨居浙江的鲍正勋结婚。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４２４页。

徽州人程氏《寄怀诗》：“终年两地感怀深，想见登楼费苦吟。诗稿羡君成卷帙，米盐爰我误光阴。何时往事从头说，几度遐思吝
足音。有子才如黄叔度，纵然苦节也甘心。”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４２４页。



教子”，说的是靠她的收入养活全家人，那么她是
怎样获得收益的呢？方如麟的族人方淇荩为吴喜

珠写的《吴孺人传略》说她“于甘苦茹荼中，夜必勤
女红，篝灯课子，此其有功于方氏甚大，予故特著
之”［１］（Ｐ４８４），原来也是以缝纫刺绣为活命手段。
女红养家，很不容易，可能有上顿无下顿，极其犯
难，可是吴氏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如在《梦吹笛》
中所吟：“残灯微焰映窗纱，罗幌风摇月半斜。梦
里不知愁老大，犹将玉笛调梅花。”［１］（Ｐ４８４）比吴喜
珠略晚的方氏，丈夫是歙县人黄家祉，三藩之乱中
被诬陷入狱，家产没官，子黄曰瑚九岁，她遂“以女
红佐不给，冬夏无少辍”［４］（Ｐ８２９），为让儿子专心学
业，甚至藏起他的鞋子，以免外出游玩，而自己不
计家务的劳苦。方掌珍（１７８３—１８３９），用女红补
助家庭用度。她的父亲方鸿为歙县人、太学生，家
饶裕，而夫婿贡生、塾师潘世镛家徒四壁，负债累
累。方掌珍进门，常用陪嫁首饰代为还债。潘世
镛教学四方，“脩脯所入不给”，方掌珍“则以女红
佐之。故家贫而菽水赖之不乏。偶岁欠困乏，几
不能存”，有人劝她向娘家求助，她知道是好意，不
便反驳，只是笑而不应。有时一天只能喝一次粥，
天寒衣败葛，十指冻痕皱裂，仍操作不息。生六子
一女，教诸子诗，兼及儿媳。她在“饥寒竭蹶之余”
作《琴言阁 诗 抄》①。镇 江 人 陈 蕊 珠 （１７１４—

１７９２），１５岁时母亲故世，“日佣针黹得钱，市糕
糜，抚弟妹，夜则左右挟之以寝”［１］（Ｐ４１８）。后来结
缡于歙县人鲍皋，生养之兰、之蕙、之芬三才女，印
刻与三姊妹合著的《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１］
（Ｐ４１９）主妇方掌珍、闺女陈蕊珠虽非寡妇，不过靠
女红支持家庭生计的作用相同。
贫穷之家的孀妇，独立解决生存难题，做到家

庭成员的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为家庭的延续做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维系家庭，光大门庭

传统社会的闺教包括女红和主中馈，出嫁为
主妇，善于此二事者，将得到夫家人认可和赞扬，
有益于家内人际关系的协调，向来被认为是家庭
祥和、吉利与兴旺的征兆。尤其难得的是家境贫乏

者，孤儿寡母，凭借女红和文化知识技能在竭蹶中
奋斗，不仅维持家人生活，更能培养儿子成人，光大
门庭，从而为人景仰，徽州贤媛中就有这类人物。

汪嫈被誉为歙县程氏“门户多所依赖”的家族
巨人。她的治家实践，证明并非虚誉。汪嫈为人、

才情、威望，对夫家的支撑作用，对程氏家族建设
的致力，确有令人值得留意之处。她在《赠夫子》

诗中说：“天理全从虚处领，人情须向实中求。”［１］
（Ｐ４８９）懂得天命哲理要靠抽象思维，要富有理解
力，而人情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想象的，是从实际
行为中观察，得到真知卓识，才能不看错人。她真
正懂得人生哲学，用以处世，就会准确办好事情。

她在《闺训篇》里讲女子做人准则：“男儿希圣贤，

女亦贵自立。”［１］（Ｐ４８９）女子可贵在自立上，她自身
就是典范。又说：“人生顺境少，处顺宜自识。”［１］
（Ｐ４８９）“富贵戒骄奢，贫贱弗抑郁。”［１］（Ｐ４８９）深知人
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顺境少，逆境多，明白
这种现实和自身处境，就会正确对待，富贵不淫，

贫贱不馁，去营造顺境，改变逆境。她教育儿子程
葆为官之道以公正、廉洁为本分，如说：“凡事据理
准情，总期无愧于己，有利于物，是在虚心省察，不
可偏听，不可轻举。”［１］（Ｐ４８９）用公正无私之心，全
面观察事物，小心谨慎办理，才不废事。她理解古
书的话“节以制度”，认为“古人养廉，本诸此也”，

因而要求程葆：“儿善体母心，即‘节’之一言，终身
守之，处己、处人，两得之也。”［１］（Ｐ４８９）又对儿子
说，诸葛亮著书，内有八务，“戒恐惧”的内容竟有
三条，武侯尚且如此，你更应慎重行事。（《清史稿·

列女一·汪嫈》）汪嫈对儿媳夏玉珍的妇功要求似乎

不高，让她有精力去读书学习写诗，告诉她：“羡煞
神仙福地居，张华博物有谁如。嫏嬛二字形从女，

闺阁如何不读书。”［１］（Ｐ４８９）汪嫈不只顾小家，心目
中有一个大家族的概念，希望这个家族兴旺发达，

是以关注程氏家族建设。程氏远祖贞明有遗作，

业已残缺不全，汪嫈将首尾完整部分抄录成册，妥
善保存。对夫婿程鼎调的《家训》，汪嫈命子侄详
细校阅，刊印成书。② 程氏先祠乐善堂，岁久渐
圮，从侄学溥有志重修，汪嫈作文表示支持。侄孙
士铨有才而早逝，汪嫈写作五言古诗八十韵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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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掌珍以诗闻名于时，陈诗的《绣余吟草序》谓徽州著名女诗人明清之际有毕著，乾嘉间有汪玉英、方掌珍，同光间为徐南苹。

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４３６－４３７页、第４９１页。

刊于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有程鼎调之兄贵州巡抚程国仁、旗人钟昌、廪生程焜、甘泉曹成序，程葆跋。参见许承尧：《歙事闲
谭》第１０２９页。原作道光甲申刊，误，甲申应为甲辰。



诗，她的表姐鲍蕊珠读此诗，如同看到满纸泪痕，
不忍卒读———“修文高咏玉楼天，痛触吟怀望九
泉。一字一珠皆血泪，无人能忍读终篇”［１］（Ｐ４７０）。
汪嫈对士铨投入真挚的爱惜感情，是为程氏家族
惜才。汪嫈的所作所为，时人多所评价。儿子程
葆在其母故世第三年（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
为她刻印《雅安书屋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赠
言录》一卷，并请大学士阮元为诗集作序，阮元说
汪嫈的“《示儿》八首，可铭座右，为立身居官职镜”
［１］（Ｐ４７０－４７３）。比汪嫈略晚的诗词选家沈善宝
（１８０８—１８６２）在《名媛诗话》中评论汪嫈：“集中多
知人论世经济之言，洵为一代女宗。”［５］（Ｐ３６４）鲍蕊
珠与汪嫈情谊深厚，在表妹去世后书写《挽汪雅安
妹》四首：“卓识高才总绝伦，程门那可畏斯人。
（注：太宜人在徽，门户多所依赖。）都将母德寻常
者（看），身后追思涕泪频。”［１］（Ｐ４０６－４０７）儿媳夏玉
珍感谢婆母教导学诗，作《和姑示玉珍书》：“纱幔
相依问起居，母才咸颂女相如。”［１］（Ｐ４８９）反映世人
将汪嫈的文采比作司马相如。到了民国年间，许
承尧（１８７４—１９４６）说汪嫈为徽州“咸同间女界之
杰也”［５］（Ｐ３６６）。如果说阮元、沈善宝、许承尧是从
社会大局出发，赞扬汪嫈为女性楷模、文学大家，
鲍蕊珠则从家族角度，认定她的表妹是程氏家族
的顶梁柱。可以说汪嫈富有大智慧，是程氏掌门
人。她是一个典型，前述吴喜珠，被方淇荩认为
“有功于方氏甚大”，故为她大书一笔，均是着眼家
庭、家族贡献。
撰著《织余集》的吴淑仪，父亲是歙县诗人吴

蝶庄，丈夫程秋渚，原籍歙县，寄籍仪征，流寓怀
宁，儿子出息后定居扬州。吴氏早寡，“苦节抚
孤”，培养的三个儿子，“皆成名诸生”，三子程荃，
怀宁拔贡生，书法、篆刻家；长子掌衡，赴京谋发
展。［１］（Ｐ４８０）一个既非官宦又非行商的流寓人家，
可以想象不会有多少恒产，吴淑仪带着三个儿子
度日必定艰难。白天操劳，夜晚儿子们进入梦乡，
她又忙着为他们缝补旧衣裳，如《秋夜》所吟：“儿
曹都到黑甜乡，检点寒衣趁夜长。添线可知慈母
意，坚冰未至有严霜。”［１］（Ｐ４８１）诗里的“坚冰”似有
双重涵义，一层固然是讲严冬的寒冷，另一层则表
露守寡抚孤的坚定决心。冬天为儿子破旧羊裘补
丁加补丁，知道破裘不能御寒，告诉他们养成耐寒
品格，熬过冬天，就能迎来春天，盼望着光明前程。
“羊裘已补重加缀，独夜含愁坐草堂……为语孤儿
权耐冷，春风不久律回阳。”［１］（Ｐ４８１）缝缝补补度

日，不忘教导孩儿做立志上进之人。为求温饱，长
子程掌衡北上谋事，做母亲的既寄希望，又心酸，
作《季秋忆儿北上》：“饥驱作客未全非，秋尽寒生
日倚扉……计程终夜增华发，问卜闲窗坐落晖。
曾定归装春信早，朔风犹恐雪沾衣。”［１］（Ｐ４８１）饥寒
的南方人到北方去是不得已的，盼他返回，每日倚
着柴门巴望，急得白发增多。母亲的心情就是这
样。因为苦节抚孤，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吴氏获得
旌表。程氏家庭的维持、发展，功在吴淑仪。如果
说汪嫈能令程门光大，吴淑仪亦以艰苦卓绝对另
一个程门起了支撑作用。
汪嫈、吴淑仪、吴喜珠都是“苦节抚孤”，以艰

苦卓绝的辛劳奋斗，不仅延续了家庭，更为社会培
养出人才，从而光大门庭，改变家庭社会地位，也
使她们自身成为杰出人物。

四、江浙的生存环境为徽州贤媛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嫠妇“守节”，像吴淑仪得到朝廷旌表，汪嫈进
入《清史稿·列女传》，是传统社会纲常伦纪的体
现。后世批判者为节孝女子鸣不平，多着眼于她
们观念上信守三从的不幸一面；女性史研究者以
女性本身为主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将研讨推向
深入与全面。笔者从中获得启发，觉得需要了解
她们人生的多面价值：生活态度的自尊、生活能力
的自强，以及观念的多面性。
如何理解徽州才女生存之道，不是简单的有

无经济来源和如何开支的事情。生存问题，牵涉
到生态环境、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关
涉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条件、状况；政治环境涉及
政权结构、职官与出仕制度；人文环境关系到文化
产业结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实践、职业观
念，以及文化普及程度。在清代，江南省（乾隆以
前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省是经济文化发达地
区，此间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丝绵织业
居于全国中心地位；淮盐、浙盐，尤其是淮盐产区，
为盐税大宗区；水路交通便捷，大运河贯通南北，
供应皇家和八旗、京官的漕粮就由此输送。商业
发展居全国之冠，行业众多，徽州商人、苏州（洞
庭）商人名噪天下；餐饮业与娱乐业（茶馆、戏馆、
浴池、妓馆）兴旺；苏州、扬州引领全国消费的潮
流。此间文化兴盛，表现在人文茂盛，读书人多乃
至于女性学文化较为普遍；文人学者多，科举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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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众，江浙人几乎包揽状元；由科举而出仕，江苏、
安徽、浙江人大量进入官场；学术事业兴盛，经学
中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考据学、历史编纂学、
历史地理学等均出大家，诗学的性灵学派、散文的
阳湖派、古文的桐城派均产生于此，乃至有扬州八
怪、袁枚随园女弟子；文化产业发达，造纸业、印刷
业、园林业都有名气。
这种大环境，为徽州才女解决生存问题提供

了两个相当有利的条件。
首先，她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多，能

够具备文学艺术才能、技能，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为
生存手段。江浙知识家庭多，有功名者和出仕者
较多，还有一些“贾而好儒”的富商，有条件实践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愿望，非常重视子孙
的文化教育，不只是面向男儿，更兼及闺中女子。
有文化的父母亲自己教子女读书，有条件者聘请
塾师施教，开明的父母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
藩篱，令闺女从师学习诗词绘画，进入较高层次的
学业。汪嫈就曾师从乾嘉间扬州两位最有名的诗
家之一黄秋平以及他的夫人张净因。［１］（Ｐ４７１）歙
县人吴绣砚（１７２３—１７８５），“幼习诗书，间通文艺，
与侄绶诏、恩诏同塾”［１］（Ｐ４８５）。扬州八怪之一罗
聘的妻子、歙县人方婉仪（１７３２—１７７９），学诗于父
亲———太学生方宝俭、姑方颂玉和沈姓学子。①

桐城人方芬（？—１８０５），从工于诗词书画的父亲
方维翰学文化，又向处州知府、叔父方维祺的幕客
金棕亭、储玉琴学诗，后来婚配于歙县人程约泉。
［１］（Ｐ４３０）祖籍歙县、寄籍平湖的鲍怡山有四位千
金，擅长山水花鸟画的徽州老诸生程之廉游历到
平湖，鲍怡山遂令女儿拜他为师，学画花草，其中
鲍诗学得最好。② 仁和人龚丽正先后任徽州知
府、苏松太道，夫人段驯（文字学名家段玉裁之女）
为女儿龚自璋聘请归佩珊教诗，龚自璋著有《圭斋
诗词》，夫婿为歙县人朱祖振。［１］（Ｐ４３８）结缡歙县
人程绮堂的扬州甘泉人朱兰，著《梦香集》，学画于
父亲朱瑶襄之挚友袁慰祖，学诗于原籍丹徒移居
江都的王豫。［１］（Ｐ５０３）婺源人、侨居扬州的金芳为

让女儿金环秀学习写诗，请俞补之指导，环秀乃在
闺中吟成《留香小草》［１］（Ｐ５２２）。家教与塾师的教
导，产生了乾隆间杭州袁家三妹，京江鲍氏三姊
妹，还有歙县人、两淮盐知事何秉棠的三个女儿何
佩芬、何佩玉与何佩珠。何氏三女居住在扬州，佩
玉嫁给当地人祝麟。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续集》

中说何家姊妹“各擅才名，方之张氏七女、袁家三
妹，何多让焉？”［１］（Ｐ４４１）何家的文化状态，是徽州、

扬州文化融合的标志与象征。③

其次，江浙人家有塾师的需求和艺术品市场，

为徽州才女从事文化教育和出售文艺产品提供了

出路。徽州有文化的女子，能够同男子一样成为
塾师，于是有了江文焕、江士燝、石氏等一批闺塾
师，特别是江士燝、石氏都是在徽州老家教书，说
明当地有不少人家聘请塾师教育闺女。

扬州人郑板桥为自己书画标出价码，《笔榜》

中明确宣布，绘画以尺幅大小论价，不得讨价还
价，买画者不必套交情，不减价，不赊欠。④ 如此
牛气，固然与其社会、艺术界地位及其为人风格有
关，但亦表明江浙艺术品市场有了价值法则，有规
可循。歙县黄氏家族书画迭出名家，黄文吉善花
卉，其父遐龄工书，父子配合，文吉作画，遐龄为书
写款字，“好事者以为古画，争持去。父殁，画亦减
价矣”［４］（Ｐ７１１）。歙县人项继皋，弱冠到无锡，从事
典当业，喜绘画，“晚年嗜酒落拓，鬻画为生”［４］
（Ｐ９０８），均表明书画有市场。汪亮晚年能够卖画维
生，在江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当然，其时艺术
品市场很小，笔者在此只是说明艺术品可以、已经
成为商品。

总括本文的意思，不外两点，一是徽州才女独
立解决生计难题，是不争的事实。孙旭媖、王玉
芬、汪观定、汪嫈、吴淑仪、吴喜珠、江文焕、石氏、

汪亮、江士燝，等等，都是凭借女红、闺塾师、画师
与堪舆师的技艺才能，从事正当职业，挣钱养家糊
口的，这充分表明女性具有谋生智慧和生财之道，

从而实现了其独立谋生求得生存的愿望。家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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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４３２－４３３页；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第８３１－８３２页。

参见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第４０７页；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第８４０页。

关于徽州女子的读书机会，唐力行在《苏州与徽州妇女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明清以来“徽州是文化昌盛之地，一般殷富人家待
字闺中的女子总是就着私塾读过几年书，腹中有些文墨。”参见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第６０２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

板桥《笔榜》中的润笔价码为：“大幅六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并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
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界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
作无益言语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语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参见卞孝萱：《郑板桥全集·板桥集
外诗文》第２４３－２４４页，齐鲁书社，１９８５年。晚清，周存伯、吴平斋曾效法郑板桥《笔榜》中的做法。



有了作为顶梁柱的男子，她们就是家庭顶梁柱。
不仅如此，她们还是理家能手，教育子女健康成
长，以至成为社会人才。她们的所作所为延续了
可能破灭的家庭，乃至令其兴旺，光大门庭，令人
刮目相看。一句话，她们有独立生存能力，有创造

力，对家庭和社会都作出了贡献。二是江浙社会
为她们独立谋生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这
是徽州贤媛幸运之处，是其他地方的贤媛所不易
谋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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